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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的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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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模型、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研究近二十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景观
生态风险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广州市近二十年来，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幅度最大，总计增长了719.14km2，耕
地面积减少幅度最大，总计减少了589.49km2；土地用途主要转变趋势是其他用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变、快速
增加的建设用地面积主要来源于转入的耕地；2020年，中低风险及中风险是研究区主要景观生态风险类型，
除中风险之外，其他风险类型面积整体上呈减少趋势，研究期间中风险共增加2037.43km2；2000—2005年，
高风险和中高风险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低风险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及中部区域；2010—2020年，研
究区东北部主要表现为由低风险转向中风险，而东部则表现为由高等级风险转向中风险和中低风险。研究结
果可为区域自然环境保护、规划、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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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日益加速，各类资源的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加，尤其是对于土地资源的
需求显得尤为突出。对于土地资源不断地加大开发利用强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生态环境。土地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载体，承载了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 [1]，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具有稀缺性 [2]。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
引起土地利用类型的不断转变，在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下，土地覆被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引起生态景观结
构与景观功能的改变。生态景观结构和景观功能的改变，引发了诸多生态问题。

景观生态风险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数值越大表明其所在区域风
险越大，对景观生态风险的科学评价能为对景观生态的优化和规划提供较为科学的管理依据景观生态风险评
价是生态风险评价的重要内容，是生态风险评价的补充与拓展，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3]。因此如何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开发保护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
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选取广州市作为研究区域，利用Arcgis10.8对广州市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提
取分析，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 [4]、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5]、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6]，同时通过生态风险评
价指标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探究广州市近20年来土地利用及景观生态环境时空演变特征，对于推进
广州市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北缘（112°57′～114°3′E，22°26′～23°56N），全市总面积7434.40平
方千米（详见图1）。广州市辖天河、海珠等11个区，共34个镇、142个街道，东连惠州市、西邻佛山市、南
接东莞市和中山市、北靠清远市，是广东省省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是国家重要的中心
城市、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广州市土地类型多种多样，地形复杂，整体地势为东北向西南降低。
土地类型可大致分为：中低山地、丘陵地，岗台地、冲积平原、滩涂。广州市海洋性气候特征显著，年平均
气温为21.7℃～23.1℃，雨水资源十分丰富，平均年降水量达到1923mm。城市的快速扩张引起的环境污染、
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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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市区位图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要数据包括2000—2020年该机构所发布

的第5期土地利用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分辨率为30m×30m。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
2017） [7]中的分类标准，同时结合广州市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耕地、草地、林地、水域用地、建设用地
和未利用地是本文所划分的六大类土地利用类型。

2.2. 研究方法
2.2.1.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

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能够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演变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研究区域内的土
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与变化程度提供精确的量化描述。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则具体阐述了在既定时间跨度
内，特定研究区域中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数量的变动情况。详见公式（1）：

(1)

式（1）中，   为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和   分别表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类型的土地利用面
积，   、   为研究期末和期初。

2.2.2.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是评估一个区域土地的使用状况及集约化程度。该指数将土地利用程度划分为不
同等级，揭示人类活动对土地系统的影响，并反映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这一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
土地利用状况的重要指标 [8]。详见公式为（2）：

(2)

式（2）中，   为研究区域内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为土地利用程度为第   级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
指数，   为土地利用程度为第   级的土地利用面积，   为研究区域内土地总面积，   为土地利用程度等
级。

本文引用周晓 [9]等人提出的土地利用类型分级标准，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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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土地利用分级赋值表

土地分级 相应的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分级指数

一级 建设用地 4
二级 林地、草地、水域用地 3
三级 耕地 2
四级 未利用地 1

2.2.3.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模型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变化之中 [10-12]，以定量地表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化

情况，还可以揭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移速率。详见公式（3）：

(3)

式（3）中，   为研究区域某一时间段内土地利用类型从   类转变为   类的土地面积。

2.2.4.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构建

（1）评价小区构建
根据相关研究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小区斑块面积应为流域在研究期间平均斑块面积的2~5倍为最佳 [13]，将

5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导入fragstats 4.2进行计算，得到研究区斑块平均面积范围为0.15km2~4.01km2，按照2~5
倍进行计算，评价小区面积范围应为0.30km2~20.04 km2，研究区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因此需要进行细化
分析，综合流域实际情况考虑，本文将研究区分为3 km×3 km的网格，共940个评价小区。

（2）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体系构建
（a）景观干扰度指    [14]：该指数基于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对景观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旨在量化人

类活动及自然因素对景观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各类土地景观的干扰状况可通过景观指数中的优势度、破碎
度及分离度指数进行评估和量化，以确定该类土地景观所受外界干扰的程度。见公式（4）、公式（5）、公
式（6）、公式（7）：

(4)

(5)

(6)

(7)

式（4）（5）（6）（7）中：   为景观破碎度指数，   为景观分离度指数，   为景观优势度指数； 
 为   类景观的数量；   为   类景观的面积；   为景观生态评价小区的总面积；   为景观类型   样方占总样

方比例，   为景观类型   的斑块数占总斑块数的比例，   为景观类型   占总面积比例，a、b、c为权重值，
a+b+c=1根据相关研究，分别赋值0.5、0.3、0.2。

（b）景观脆弱度   ：景观的脆弱度主要指外界对于景观的干扰从而影响景观系统的脆弱性，表现为景
观对于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和易损性，可以反映出各类景观对于外界干扰程度的抵御程度。据前人相关研究结
果 [15-18]，本文将建设用地赋值为1，林地为2，草地为3、耕地为4、水域为5、未利用地为6，并进行归一化
处理。

（c）景观损失度指   ：景观损失指数主要指外界对于景观的干扰从而导致景观系统损失。见公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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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生态风险指数（Ecological Risk Index, ERI）
根据景观干扰度、景观脆弱度和景观损失度等景观格局指数，使景观的空间结构形态转变为空间生态风

险形式。见公式（9）：

(9)

式中：   为生态风险指数；   为风险管理小区内景观类型的数量；   为第   类景观类型的面积；   为
景观生态评价小区的总面积，   为景观损失度。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广州市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分析
本文通过利用ArcGIS对获取到的广州市第五期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处理后，整理归纳出2000—2020年广州

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表，详见下表2。
通过分析可知，近二十年来广州市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各类型的土地面积和比重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从整体上看，研究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面积占比保持在40%以上，其次是耕地，面积占比在30%左
右，未利用面积占比最小，不足1%。从研究期末来看，广州市各土地利用面积分别为：林地3021.67km2、耕
地1998.44km2、建设用地1541.27km2、水域用地545.74km2、草地104.05km2、未利用地2.08km2。广州市各用地
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林地41.89%、耕地27.71%、建设用地21.37%、水域用地7.57%、草地1.44%、未
利用地0.03%。在整个研究阶段，林地、耕地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在2000—2005年期间林地和耕地面积减少
幅度最大，分别减少面积为55.24km2、285.07km2，但林地面积的减少幅度以及面积均呈减小趋势，耕地的减
小幅度在2010—2015年期间达到最大，减小面积为134.45km2；广州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在
2000—2005期间面积增长最大，增长面积为376.56km2，占研究期内建设用地增长面积的5.23%，但建设用地
面积的增长幅度以及增长面积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减小趋势；广州市草地的面积的变化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
势，在2015—2020期间草地面积增加了11.74km2；广州市水域用地面积呈现“减—增—减”的特征，在2005
—2010年期间水域用地面积增长最大，增长面积分别为65.10km2。广州市未利用面积整体呈现减少的特征。

表2 广州市2000—2020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利用

年份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用地 未利用地

面积/km2 比例/%面积/km2 比例/%面积/km2 比例/%面积/km2 比例/%面积/km2 比例/%面积/km2 比例/%
2000 107.38 1.49 2583.92 35.90 822.14 11.42 3154.80 43.83 523.79 7.28 4.95 0.07
2005 99.39 1.38 2298.86 31.94 1198.70 16.66 3099.56 43.07 496.10 6.89 4.56 0.06
2010 95.90 1.32 2132.78 29.30 1359.02 18.67 3062.57 42.08 561.20 7.71 2.10 0.03
2015 92.31 1.28 2101.17 29.13 1442.87 20.00 3041.47 42.17 532.79 7.39 2.09 0.03
2020 104.05 1.44 1998.44 27.71 1541.27 21.37 3021.67 41.89 545.74 7.57 2.08 0.03

2000-2005 -7.99 -0.11 -285.07 -3.96 376.56 5.23 -55.24 -0.77 -27.69 -0.38 -0.39 -0.01
2005-2010 -3.49 -0.05 -166.07 -2.28 160.32 2.20 -36.99 -0.51 65.10 0.89 62.42 0.86
2010-2015 -3.59 -0.05 -31.62 -0.44 83.85 1.16 -21.10 -0.29 -28.42 -0.39 -64.90 -0.90
2015-2020 11.74 0.16 -102.73 -1.42 98.40 1.36 -19.81 -0.27 12.95 0.18 -0.01 0.00
2000-2020 -3.33 -0.05 -585.49 -8.20 719.14 9.94 -133.13 -1.94 21.95 0.29 -2.87 -0.04

利用ArcGIS软件对广州市土地利用数ArcGIS软件对广州市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处理，制作2000—2020年度
广州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图（如图2），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耕地面积整体呈现减少的趋势，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广州市西部、南部以及
部分北部地区，其中南部地区耕地面积在空间上减少明显。林地面积整体呈现减少趋势，但减少幅度较小，
主要分布在广州市北部、东部等地区。建设用地面积整体呈现增加趋势，建设面积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广
州市中部地区，同时伴有从西部向东部延伸的趋势。草地面积整体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特征，草地面积呈现
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各大公园和公共绿地之中。水域面积呈现“减—增—减”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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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由于气候的影响，广州市水资源十分丰富，水域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内陆水系流经区、湖泊
水库区。

图2 2000—2020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示意图

3.2. 动态度及综合指数分析
基于ArcGIS、EXCEL等软件对广州市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形成了以下成果汇总表，详见表

3。基于对广州市2000年至2020年间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综合利用程度指数的分析可知：在2000—2005年期
间，广州市草地、耕地、林地、水域用地及未利用地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均为负值，分别
为-0.015%、-0.022%、-0.004%、-0.011%、-0.016%，建设用地为0.092%；在2005—2010年期间广州市草地、
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动态度仍然表现为负值，除未利用地动态度值相较于2000—2005年期间变化幅度增大
外，其余土地类型变化幅度均有所减小，建设用地动态度依然为正值0.027%；在2010—2015年期间，草地动
态度相较于上一时间段无明显变化依然为-0.007%，耕地、林地、未利用地、水域用地动态值依然表现为负值
且相较于上一时间段，变化幅度均呈减小趋势；在2015—2020年期间，草地、水域用地动态度首次出现正值
分别为0.025%、0.005%，同时林地的动态度仅为-0.001，说明该时期广州市加大了对草地、林地、水域用地
的保护和利用，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广州市2000—2020年期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由高往
低分别为：2020年综合指数293.605、2015年综合指数290.815、2010年综合指数289.215、2005年综合指数
284.587、2000年综合指数275.383。不难看出，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广州市土地开发利用
程度不断提高。

表3 广州市2000—2020年土地利用动态度及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土地利用
类型

土地利用动态度（%）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20

275.383 284.587 289.215 290.815 293.605

草地 -0.015 -0.007 -0.007 0.025
耕地 -0.022 -0.014 -0.003 -0.010
建设用地 0.092 0.027 0.012 0.014
林地 -0.004 -0.002 -0.001 -0.001
水域用地 -0.011 0.026 -0.010 0.005
未利用地 -0.016 -0.108 -0.001 -0.001

3.3.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运用ArcGIS软件中的相关分析工具，对广州市2000年至2020年间的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

究，获得了广州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成果。详见表4，通过对转移矩阵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各土地利用类
型的转移情况和特征。

由表可知：2000—2005年期间，各用地类型总转出为439.06km2，其中草地转出8.99km2，耕地转出
312.14km2，建设用地5.81km2、林地75.34km2、水域用地36.31km2、未利用地0.47km2。耕地转移变化情况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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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290.49km2，占转出面积的93.06%；草地、林地、水域用地、未利用地主要转为类
型也均为建设用地，分别占转出面积的88.44%、52.67%、52.22%。这说明广州市在2000—2005年期间由于经
济快速发展，建设用地需求急剧增加，导致各土地类型均向建设用地快速转移。

2005—2010年期间，各用地类型总转出为176.32km2，其中草地转出5.97km2，耕地转出73.78km2，建设用
地15.41km2、林地42.04km2、水域用地38.93km2、未利用地0.19km2。各用地类型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草
地、耕地、林地、水域用地、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2.69km2、56.20km2、26.66km2、13.71km2、
0.03km2，分别占各转出面积的68.43%、71.12%、67.15%、48.23%、59.52%；建设用地主要转出类型为耕地
63.22km2，占总转出面积的50.65%。

2010—2015年期间，通过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利用转换的总面
积达到了536.70km2。具体而言，草地面积缩减了7.07km2，耕地面积减少了271.34km2，而建设用地面积则增
加了124.81km2，林地面积缩减了86.50km2，水域用地面积减少了44.39km2，未利用地面积减少了2.58km2。建
设用地的转换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趋势。草地、耕地、林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面积分别占各自总转换面积
的44.98%、76.16%、63.41%。此外，耕地是建设用地和水域用地的主要来源，其转换面积分别占总转换面积
的49.62%和56.82%。未利用地的主要转换方向为耕地和水域用地，分别占总转换面积的28.04%和32.92%。

2015—2020年期间，各类用地类型共计发生转出面积555.34km2。具体数据如下：草地转出面积为
8.15km2，耕地转出面积为239.13km2，建设用地转出面积为139.69km2，林地转出面积为107.01km2，水域用地
转出面积为61.16km2，未利用地转出面积为0.21km2。草地的主要转出方向为林地（3.63km2）、建设用地
（2.05km2）和耕地（2.01km2），这些转出类型分别占据了草地转出总面积的44.56%、25.23%和24.63%。耕
地、林地和水域用地的主要转出方向均为建设用地，其转出面积分别为150.48km2、52.67km2和33.12km2，分
别占各自总转出面积的62.93%、49.22%和54.16%。进一步分析建设用地的转出情况，其主要转出方向为耕
地，转出面积为75.59km2，占建设用地转出总面积的54.11%。

表4 广州市2000—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km2）

时间段/年 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 耕地
建设
用地

林地
水域
用地

未利
用地

总计

2000-2005

草地 — 0.35 5.87 2.68 0.06 0.02 8.99
耕地 0.43 — 290.49 14.53 6.68 0.01 312.14
建设用地 0.05 3.49 — 1.60 0.67 0.00 5.81
林地 0.48 7.07 66.63 — 1.12 0.04 75.34
水域用地 0.04 16.08 19.12 1.06 — 0.01 36.31
未利用地 0.01 0.02 0.24 0.19 0.01 — 0.47

2005-2010

草地 — 0.60 4.84 1.37 0.26 0.01 7.07
耕地 0.65 — 192.98 15.74 61.91 0.05 271.34
建设用地 0.41 63.22 — 28.78 32.40 0.01 124.81
林地 1.92 21.84 58.08 — 4.56 0.11 86.50
水域用地 0.58 19.35 21.41 3.03 — 0.03 44.39
未利用地 0.02 0.20 1.54 0.57 0.26 — 2.58

2010-2015

草地 — 0.69 2.69 2.16 0.42 0.01 5.97
耕地 0.62 — 56.20 12.45 4.50 0.02 73.78
建设用地 0.14 7.65 — 3.87 3.75 0.01 15.41
林地 1.52 11.86 26.66 — 1.99 0.01 42.04
水域用地 0.09 22.12 13.71 2.99 — 0.02 38.93
未利用地 0.02 0.05 0.03 0.03 0.06 — 0.19

2015-2020

草地 — 2.01 2.05 3.63 0.41 0.04 8.15
耕地 3.16 — 150.48 39.11 46.32 0.06 239.13
建设用地 10.91 75.59 — 37.14 16.04 0.01 139.69
林地 5.14 39.02 52.67 — 10.11 0.07 107.01
水域用地 0.61 19.98 33.12 7.41 — 0.03 61.16
未利用地 0.04 0.05 0.02 0.06 0.04 —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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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
本文通过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对广州市2000年至2020年间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进行了定量评

估，并划分了相应的风险区间。借助ArcGIS软件，结合自然断裂点法，将广州市的生态风险等级细分为五个
层次：低风险、中低风险、中风险、中高风险、高风险。同时结合Excel软件统计出各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占
比及变化情况。详见图3、表5。

由表5可知：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区域主要为中低风险区域及中风险区域，在2020年间，中低风险区
域及中风险区域面积为6186.73km2，达到近二十年间的最大，占比达到85%；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为中
高风险区域、高风险区域的面积整体呈现递减的趋势；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为低等级的区域的面积及占比变
化情况最为剧烈，在2005期间，低风险区域面积下降1504.89km2，下降面积占当年低区域面积的60%。这主
要是由于，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及中国申奥成功等重大事件的影响，广州作为中国门
户的前沿，采取了一系列加速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土地需求增加，各类农用地、林地等土地受外界的影响
加剧，进而导致低风险区域面积及占比的减少。

表5 景观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及占比

类型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面积/km2 占比/% 面积/km2 占比/% 面积/km2 占比/% 面积/km2 占比/% 面积/km2 占比/%
低风险 1745.66 24.01 2520.20 34.66 1015.32 13.95 1162.09 15.97 1018.05 13.99
中低风险 2219.07 30.52 2497.82 34.35 2401.70 33.00 2764.26 37.98 2121.09 29.14
中风险 2028.21 27.90 1480.15 20.36 3789.90 52.07 3283.58 45.11 4065.64 55.86
中高风险 1153.55 15.87 729.91 10.04 42.79 0.59 40.59 0.56 44.21 0.61
高风险 124.04 1.71 43.49 0.60 28.64 0.39 27.82 0.38 29.35 0.40

由图3可知：在对广州市近二十年的景观生态风险研究中，中低风险与中风险等级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分
布在东部、北部及部分南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则以低风险为主。从时间序列分析，景观生态风险表现出显著
的动态变化，西部、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风险区域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具体而言，西部和中部的中低
风险区域逐渐演变为低风险区域，南部的中风险区域亦向低风险区域转变，东部和北部的低风险区域则升级
为中低风险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张以及人类对土地需求的不断上升是导致土地开发强
度提高的主要因素，进而导致耕地、林地、水域等土地类型的面积缩减，景观生态风险相应增加，低风险区
域面积减少。

图3 2000—2020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图

4. 结论

本文收集了广州市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对广州市近二十年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研究。基于
ArcGIS软件，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土地综合利用程度指数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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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景观生态风险模型，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对广州市近二十年土地利用状况、景观生态情况进行了相
关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林地、耕地及建设用地是广州市三地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截至2020年，上述各类土地利用的面积分
别为3021.61km2、1998.44km2和1541.27km2，分别占据广州市总用地面积的41.89%、27.71%和21.37%。在近
二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广州市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均经历了显著变化。具体而言，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幅最为突
出，累计增长了719.14km2；与此同时，耕地面积的缩减幅度最大，累计减少了589.49km2。林地面积亦有所
下降，减少了113.13km2；草地面积缩减了3.33km2；未利用地面积减少了2.87km2；而水域面积则实现了
21.95km2的增加。

（2）在近二十年的广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中，建设用地表现出持续的正向增长趋势，而耕地则呈
现出持续的负向变化。草地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经历了负向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但在2015年至2020年期
间，其土地利用动态发生了逆转，表现为正向增长，林地、未利用地、水域用地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较为稳
定。

（3）在2000—2020年期间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化量从大到小分别为：2015—2020年555.34km2、
2005—2010年536.70km2、2000—2005年439.05km2、2010—2015年176.32km2。主要转变趋势是其他用地类型
向建设用地转变、快速增加的建设用地面积主要来源于转入的耕地。

（4）近二十年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区域的变
化程度最为剧烈，变化的面积及占比减少幅度最大；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和中风险的区域面积及占
比逐年增加；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为中高风险和高风险的区域的面积及占比整体在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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